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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江源高寒草甸群落结构变化评估围栏封育对草
地恢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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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围栏封育是三江源生态保护与修复主要措施之一，目前缺少基于多样地长时间序列监测数据和从植物群落结构变化角度

来评估草地生态保护与修复成效的相关研究。 基于多样地各经济类型群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的地上生物量及其占总生物量比例数

据，对比分析三江源草原围栏封育与放牧区植物群落结构变化差异，评价围栏封育对草地恢复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围栏封育

显著提高了地上生物量，在围栏封育期间地上生物量稳定，但群落结构出现恶化趋势，研究时段内禾本科和莎草科优良牧草生

物量占比分别减少 ４８．２％和 ２３．９％，毒草增加了 ２３０．２％。 同期放牧区禾莎草生物量占比先减少后增加，毒草杂草生物量占比先

增加后减少，群落的种群结构改善可能与草畜平衡措施的实施有关。 现有的持续围栏封育措施不可能但降低了草地的经济价

值，也带来了一定的生态风险。 因此基于草地实际产草量以及生态保护要求，确定更为合理的载畜量，实施更为精准的草畜平

衡管理，应该比切断牲畜与草地关系的长期禁牧封育更为有效。
关键词：三江源；地上生物量；草地经济类群；围栏封育；草畜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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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ａｎｄ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ａｂｏｕｔ ｂｏｔ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ｃｕｔ ｏｆ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ａ ｍｏｒ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ａｓｓ
ａｎｄ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Ｒｉｖｅｒ Ｈｅａｄｗａｔ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ａ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三江源是中国江河中下游地区以及东南亚国家生态安全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生态屏障［１］。 作为国

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几十年间三江源在全球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下，生态系

统退化明显［２⁃３］。 鉴于此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国务院分别规划投资 ７５ 亿元和 １６１ 亿元启动了三江源生态环境

保护与建设工程一期和二期工程，实施退牧还草、黑土滩治理、湿地保护等生态保护与修复项目［４⁃５］。 因此，
客观评价区域生态质量状况及其变化，对国家生态保护成效评估及生态保护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遥感数据覆盖范围广泛且获取方便，是进行大区域生态评估常用的技术手段。 目前在三江源地区进行的

生态评估主要是利用遥感手段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侧重从生态系统类型、生态系统生产力和生态系统服务

角度进行评估。 在国家实施三江源保护工程后，三江源地区生态系统格局稳定少动，水体与湿地生态系统整

体有所恢复［６⁃９］；植被指数、净初级生产力、地上生物量等表征草地生产力指标的监测也表明植被呈现恢复趋

势，生态状况逐渐改善［１０⁃１９］，但也有一部分研究结果表明高寒草地生产力下降或基本保持稳定［２０⁃２３］；另外，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也呈好转趋势［２４⁃２６］。

遥感技术虽然对三江源区域宏观生态状况评估具有优势，但无法反映生态系统结构的变化。 生态系统整

体生产力提高，不一定代表着草地群落结构向好的方向转变。 目前对三江源草地群落结构变化评估主要是基

于地面样方调查数据来进行，多数研究结果表明围栏封育提高了地上生物量，草地禾本科和莎草科等优良牧

草增加，生态状况改善［１０， １６⁃１７， ２７⁃３０］。 但部分学者也发现部分地区在围栏封育后，虽然地上草地盖度与地上生

物量恢复，但没有改变杂草的主导地位，莎草科等优良牧草覆盖度减少［３１⁃３３］，杂草生物量比禾本科增加幅度

更大，甚至出现了禾本科和莎草科植物几乎消失的情况［３４］。 围栏封育导致毒杂草比例增加在其他区域的研

究中亦有过很多报导，Ｌｉ 等在内蒙古高原沙漠化草地禁牧 ２６ 年后发现一年生杂草显著增加并在群落中占据

了主导地位［３５］，１９９８—２０１６ 年在内蒙古进行的禁牧实验发现在长达 １８ 年禁牧后杂草生物量占比显著增加，
而禾本科的百分比显著减少［３６］，在美国［３７⁃３８］、土耳其［３９］、捷克［４０］、苏格兰［４１］、伊朗［４２⁃４３］ 等地区的围栏实验也

观测到了禁牧后杂草生物量占比显著提高的现象。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围栏封育并不一定会改善草地植

物群落结构。 在三江源地区，由于地面监测数据获取困难，现有研究多样点数量有限且缺乏连续长时间的观

测，给三江源区围栏封育效果评价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本文拟基于多监测站点长时间序列草地各经济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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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地上生物量的变化来评价三江源草地群落结构的变化，从而评估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与修复措施的成效，
为生态保护与修复绩效评估以及生态保护政策制定提供可靠的依据。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三江源是指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地区，位于中国青海省南部，地理位置介于北纬 ３１°３９′—３６°１６′、东
经 ８９°２４′—１０２°２３′之间，总面积约 ３６．３ 万 ｋｍ２，行政区域包括玉树、果洛、海南、黄南四个藏族自治州的 １６ 个

县和格尔木市的唐古拉山乡（图 １）。 研究区以山原和峡谷地貌为主，海拔 ４０００—６０００ｍ，西北⁃东南走向的巴

颜喀拉山和阿尼玛卿山将三江源分为以果洛州为主体的东北部黄河源区和以玉树州为主体的西南长江、澜沧

江源区，地势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升高。 三江源属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冷暖交替、干湿分明、水热同期，年平

均气温为－５．６—７．８℃，年总降水量在 ２６２—７７２ｍｍ 之间。 植被类型以草地为主（面积占比约为 ６８％），包括高

寒草甸、高寒草原、沼泽湿地和温性草原等［１３］，另外还分布有针叶林、灌丛、高山植被等。 土壤类型按海拔从

高到低依次分布有高山寒漠土、高山草甸土、高山草原土、山地草甸土、灰褐土、栗钙土和山地森林土，沼泽化

草甸土也较为发育，冻土分布广泛。 虽然在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开始实施后开始减畜，但三江源地区草地多

年平均载畜总量高达 ２００３．７ 万羊单位，仍处于超载状态［４４］。

图 １　 研究区地理位置、植被类型及采样点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Ｒｉｖｅｒ Ｈｅａｄｗａｔ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

１．２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研究中使用的数据包括牧草营养枝高度、生殖枝高度、植被盖度以及地上生物量四个指标，数据来源于青

海省草原总站，数据获取的时段为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 数据采集时间一般在夏季天然草地牧草生长盛期， 多为 ８
月中上旬。 样地面积不小于 １ｋｍ２，每个样地布设 ３—６ 个样方， 样方之间的间距为 ２５０ｍ 左右，样方面积为

１ｍ×１ｍ。 地上生物量测定时在样方内将牧草齐地面刈割， 按禾本科、莎草科、豆科、可食杂草、不可食杂草和

毒草等经济类群分别称重，其中禾本科和莎草科牧草统计的是牲畜喜食优良牧草，两个科中的毒杂草统计到

其他相应的各毒杂草经济类群中。 在各经济类群生物量基础上，统计了总生物量和可食草总量以反映草地总

生产力与经济效用，统计了禾本科和莎草科牧草总生物量以及毒杂草总量来反映植被退化状态。 另外，为反

映围栏封育对草地植物群落结构的影响，还计算了各经济类群、可食草总量、毒杂草总量以及禾莎总量占总生

７２１７　 １８ 期 　 　 　 刘岩　 等：基于三江源高寒草甸群落结构变化评估围栏封育对草地恢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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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量的比例。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三江源区共布设了 ２２７ 个样地，由于布设的样地是逐年增加的，样地数量在不同年份差异

较大。 为保证数据的可比性，本研究只选择了研究时段内序列完整的监测数据。 其中，围栏封育样地从三江

源保护工程开始实施的 ２００５ 年开始围封，且在研究时段内持续禁牧，放牧样地从 ２００５ 年开始持续放牧。 在

围栏和放牧样地中分别有 ３９ 个和 １８ 个满足要求，其中包括八个对照样地，样点分布如图 １ 所示。 在数据分

析时，对比围栏内外各个指标统计量大小时采用了 ８ 对对照样地数据。 为尽量反映三江源围栏封育整体效

果，在对比围栏内外变化趋势时，围栏内外都采用了全部样地数据进行分析。
１．３　 数据分析

采用 Ｓｈａｐｉｒｏ⁃Ｗｉｌｋ 检验和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 检验，对牧草营养枝高度、生殖枝高度、盖度、各经济类群生

物量、可食草总量、毒杂草总量、禾莎总量、总生物量以及各经济类群、可食草总量、毒杂草总量以及禾莎草总

量占总生物量比例等指标进行统计检验后，发现多不服从正态或对数正态分布。 因此对各指标在围栏区与放

牧区总体大小差异进行统计检验时采用了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方法，总体大小比较时统计量采用中位数。
除了判断围栏区与放牧区各指标总体大小差异以外，本文还采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各指标中位值的时间序

列变化趋势，采用 Ｆ 检验对拟合方程进行可靠性检验，并在此基础上比较围栏区与放牧区各指标总体大小变

化趋势的差别，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ＴＣＲｉ ＝
β × ｔｎ ＋ ａ( ) － β × ｔ１ ＋ ａ( )

β × ｔ１ ＋ ａ
× １００ （１）

ＡＣＲｉ ＝ ＴＣＲｉ ／ （ ｔｎ － ｔ１） （２）
ｙ ＝ ａ ＋ β × ｔ （３）

式中，ＴＣＲｉ表示研究时段内第 ｉ 个指标总变化率，ＡＣＲｉ表示研究时段内第 ｉ 个指标年变化率，ｔ１和 ｔｎ分别为研

究时段的起始和终止年份。 ｙ 为某指标值， ｔ 为年份， ａ 和 β 为拟合方程的参数，采用最小二乘法拟合获得。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主要指标总体大小

２．１．１　 高度、盖度与总生物量

围栏封育显著提高了牧草的高度和地上生物量，盖度略有提高但不显著。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从围栏内外对

照数据来看，围栏内营养枝平均高度、生殖植平均高度和地上总生物量都显著高于围栏外对照区。 围栏内营

养枝平均高度中位值为 ６．７ｃｍ，围栏外为 ６．０ｃｍ，围栏内比围栏外高 １１．６％（Ｐ ＝ ０．０４３），围栏内生殖枝平均高

度中位值为 １７．５ｃｍ，围栏外为 １５．１ｃｍ，围栏内比围栏外高 １５．９％（Ｐ ＝ ０．００８），围栏内地上生物量中位值为

４５６９．８ｋｇ ／ ｈｍ２，围栏外为 ３７４１．１ｋｇ ／ ｈｍ２，围栏内比围栏外高 ２２．２％（Ｐ＜０．００１）（表 １）。

表 １　 围栏与放牧区主要指标总体大小差异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ａｖｅｒａｇｅ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ｅｎｃｅｄ ａｎｄ ｇｒａｚｅｄ ｓａｍｐｌｅｓ

监测项目
Ｉｔｅｍｓ

控制方式
Ｃｏｎｔｒｏｌ

样本数
Ｎｕｍｂｅｒｓ

中位值
Ｍｅｄｉａｎ

差异比例 ／ ％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 ％ Ｐ

营养枝平均高度 ／ ｃｍ 围栏内 ７６ ６．７ １１．６ ０．０４３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ｖｅ ｂｒａｎｃｈ ｈｅｉｇｈｔ 放牧区 ７６ ６．０

生殖枝平均高度 ／ ｃｍ 围栏内 ７６ １７．５ １５．９ ０．００８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ｂｒａｎｃｈ ｈｅｉｇｈｔ 放牧区 ７６ １５．１

植被盖度 ／ ％ 围栏内 ７４ ８６．１ ２．９ ０．２０３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 放牧区 ７４ ８３．７

总生物量 ／ （ｋｇ ／ ｈｍ２） 围栏内 ７７ ４５６９．８ ２２．２ ０．０００

Ｔｏｔ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放牧区 ７７ ３７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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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各经济类群生物量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只有禾本科、可食草总量和禾莎总量在围栏封育区和放牧区有显著的差异（Ｐ＜０．０５），而莎

草科、豆科、可食杂草、不可食杂草以及毒草则没有显著差异。 围栏封育区禾本科生物量中位值为 １１８７．７ ｋｇ ／
ｈｍ２，放牧区为 ７９２．２ｋｇ ／ ｈｍ２，围栏区比放牧区高 ４９．９％。 围栏封育区可食草生物量中位值为 ３５５４．５ ｋｇ ／ ｈｍ２，
放牧区为 ２８６１．７ｋｇ ／ ｈｍ２，围栏区比放牧区高 ２４．２％。 禾莎总量在围栏封育区中位值为 ２２０７．３ ｋｇ ／ ｈｍ２，在放牧

区为 １６５４．５ ｋｇ ／ ｈｍ２，围栏区比放牧区高 ３３．４％（表 ２）。

表 ２　 围栏与放牧区各功能群生物量总体大小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２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ｆｅｎｃｅｄ ａｎｄ ｇｒａｚｅｄ ｓｉｔｅｓ

经济类群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控制方式
Ｃｏｎｔｒｏｌ

样本数
Ｎｕｍｂｅｒｓ

生物量中位值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ｍｅｄｉａｎ ／ （ｋｇ ／ ｈｍ２）
差异比例 ／ ％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 ％ Ｐ

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围栏内 ７７ １１８７．７ ４９．９ ０．０２４

放牧区 ７７ ７９２．２

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围栏内 ７７ １０１９．６ １８．２ ０．２０６

放牧区 ７７ ８６２．３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围栏内 ７７ １６６．１ ２３．３ ０．０６５

放牧区 ７７ １３４．８

可食杂草 Ｅｄｉｂｌｅ ｆｏｒｂ 围栏内 ７７ １１８１．０ １０．１ ０．２５８

放牧区 ７７ １０７２．５

不可食杂草 Ｉｎｅｄｉｂｌｅ ｆｏｒｂ 围栏内 ７７ ５２８．７ ２．０ ０．８６６

放牧区 ７７ ５１８．１

毒草 Ｐｏｉｓｏｎｏｕｓ ｇｒａｓｓ 围栏内 ７７ ４８６．７ ３４．７ ０．１４０

放牧区 ７７ ３６１．２

可食草总量 Ｅｄｉｂｌｅ ｇｒａｓｓ 围栏内 ７７ ３５５４．５ ２４．２ ０．００１

放牧区 ７７ ２８６１．７

禾莎草总量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ａｎｄ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围栏内 ７７ ２２０７．３ ３３．４ ０．００２

放牧区 ７７ １６５４．５

２．１．３　 各经济类群生物量占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 ６ 个经济类群中莎草科生物量占比最高，在围栏封育区和放牧区分别为 ２６．７％和 ２８．６％；
其次为可食杂草，占比分别为 ２５．４％和 ２４．５％；禾本科占比分别为 ２２．２％和 ２０．１％；不可食杂草为 １２．３％和

１３．０％；毒草占比分别为 ９．８％和 １０．１％；豆科牧草占比最小，都为 ３．６％。 各经济类群生物量占比在围栏封育

区和放牧区呈现出相似的规律，各个指标在围栏内外都没有显著的差异（表 ３）。
２．２　 主要指标变化趋势

２．２．１　 高度、盖度与总生物量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总生物量在围栏封育区和放牧区都没有显著的趋势性变化（Ｐ＞０．１），营养枝平均高度、生
殖枝平均高度与植被盖度在围栏封育区都呈现出显著的减少趋势（Ｐ＜０．０５），而在放牧区变化趋势都不显著

（Ｐ＞０．１）。 在围栏封育区，研究时段内围栏封育区营养枝平均高度减少了 ３４．８％，平均每年减少 ２．９％；生殖枝

平均高度减少了 ３８．４％，平均每年减少 ３．２％；植被盖度减少了 ４．８％，平均每年减少 ０．４％（图 ２）。
２．２．２　 各经济类群生物量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各经济类群生物量多数未表现出明显的趋势性变化，只有毒草和可食杂草在围栏封育区

和放牧区表现出趋势性变化（Ｐ＜０．１）。 在研究时段内围栏封育区毒草生物量共增加了 ３３５．０％，平均每年增

加 ２７．９％；可食杂草增加了 ２６．２％，平均每年增加 ２．２％。 在研究时段内放牧区毒草增加了 １３６．６％，平均每年

增加 １１．４％；可食杂草减少了 ２９．５％，平均每年减少 ２．５％（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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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围栏与放牧区各功能群生物量比例总体大小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ｆｅｎｃｅｄ ａｎｄ ｇｒａｚｅｄ ｓｉｔｅｓ

经济类群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控制方式
Ｃｏｎｔｒｏｌ

样本数
Ｎｕｍｂｅｒｓ

生物量比例中位值 ／ ％
Ｍｅｄｉａｎ ｏｆ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差异比例 ／ ％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 ％ Ｐ

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围栏内 ７７ ２２．２ １０．１ ０．２３８

放牧区 ７７ ２０．１

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围栏内 ７７ ２６．７ －６．６ ０．３４８

放牧区 ７７ ２８．６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围栏内 ７７ ３．６ ２．３ ０．８６９

放牧区 ７７ ３．６

可食杂草 Ｅｄｉｂｌｅ ｆｏｒｂ 围栏内 ７７ ２５．４ ３．４ ０．５５１

放牧区 ７７ ２４．５

不可食杂草 Ｉｎｅｄｉｂｌｅ ｆｏｒｂ 围栏内 ７７ １２．３ －６．０ ０．４９８

放牧区 ７７ １３．０

毒草 Ｐｏｉｓｏｎｏｕｓ ｇｒａｓｓ 围栏内 ７７ ９．８ －２．９ ０．８３４

放牧区 ７７ １０．１

可食草总量 Ｅｄｉｂｌｅ ｇｒａｓｓ 围栏内 ７７ ７７．９ １．４ ０．５３２

放牧区 ７７ ７６．８

禾莎总量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ａｎｄ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围栏内 ７７ ４８．９ ０．３ ０．９３７

放牧区 ７７ ４８．７

图 ２　 围栏封育区与放牧区主要指标变化趋势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ｍａｉ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ｆｅｎｃｅｄ ａｎｄ ｇｒａｚｅｄ ｓｉｔｅｓ

表示所用拟合方程的显著性水平；∗∗表示显著（Ｐ＜０．０５），∗∗

∗表示非常显著（Ｐ＜０．０１）

２．２．３　 各经济类群生物量占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各经济类群生物量占比多数表现出

明显的趋势性变化（Ｐ＜０．１），但在围栏封育区与放牧区

具有明显的差异。 在 ５ 个基本经济类群中，围栏封育区

禾本科、莎草科、可食杂草和毒草各功能群生物量占比

有显著的趋势性变化；放牧区可食杂草、不可食杂草与

毒草具有明显变化趋势（Ｐ＜０．１），豆科牧草生物量占比

在围栏封育区和放牧区都没有显著的变化趋势。 在围

栏封育区和放牧区，可食草总量都具有显著的变化趋

势，而禾莎草总量则只有围栏封育区具有显著的变化趋

势（Ｐ＜０．１）。
在围栏封育区禾本科和莎草科生物量占比都呈显

著减少趋势，研究时段内分别减少了 ４８．２％和 ２３．９％，
平均每年分别减少 ４． ０％和 ３． ３％；毒草占比增加了

２３０．２％，平均每年增加 １９．２％；可食杂草增加了 ４２．０％，
平均每年增加 ３．５％；禾莎草总量占比减少了 ３１．２％，平
均每年减少 ２．６％。 在放牧区，可食杂草占比在研究时

段内减少了 ３７．７％，平均每年减少 ３．１％；不可食杂草占比增加了 １１３．９％，平均每年增加 ９．５％；毒草在研究时

段内增加了 １７０．３％，平均每年增加 １４．２％。 围栏封育区和放牧区的可食草总量占比在研究时段内分别减少

了 １３．５％和 １４．９％，平均每年减少 １．１％和 １．２％（图 ４）。

３　 讨论

３．１　 围栏封育区群落构成变化形成机制

围栏封育区草地地上生物量在时间序列上表现为波动中保持稳定（图 ５），但其内部种群结构发生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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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围栏封育区与放牧区各经济类群生物量变化趋势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ｆｅｎｃｅｄ ａｎｄ ｇｒａｚｅｄ ｓｉｔｅｓ

表示所用拟合方程的显著性水平，∗表示边际显著（Ｐ＜０．１），∗∗表示显著（Ｐ＜０．０５）

图 ４　 围栏封育区与放牧区各经济类群生物量占比变化趋势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ｒａｔｉｏ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ｏ ｔｏｔ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ｉｎ ｆｅｎｃｅｄ ａｎｄ ｇｒａｚｅｄ ｓｉｔｅｓ

表示所用拟合方程的显著性水平，∗表示边际显著（Ｐ＜０．１），∗∗表示显著（Ｐ＜０．０５），∗∗∗表示非常显著（Ｐ＜０．０１）

化。 具体表现为减少未退化状态下作为建群种的禾本科和莎草生物量占比，增加杂草与毒草占比。 研究时段

内禾本科和莎草科生物量占比分别减少 ４８．２％和 ２３．９％，毒草增加了 ２３０．２％，可食杂草增加了 ４２．０％，而从整

个可食草量占比来看，也降低了 １３．５％（图 ３）。 从放牧区来看，禾本科和莎草科生物量占比都较稳定，未呈现

显著性变化，生物量占比变化主要通过减少可食杂草增加不可食杂草和毒草来实现（图 ４）。 研究时段内，可
食杂草减少了 ３７．７％，不可食杂草和毒草分别增加了 １４．６％和 １７０．３％。 可见围栏封育区尽管总生物量保持

稳定，但群落结构已呈现出显著的恶化趋势，且比同期自由放牧区恶化更为突出。 这与 Ｌｉ 等［３１］ 在三江源的

研究结果类似。
围栏区莎草科生物量占比下降主要是由于莎草科牧草在与禾本科和毒杂草对光照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在放牧压力消除后，由于禾本科牧草和毒杂草等多植株高大，枝叶繁盛，在光热资源竞争中处于优势地

位［４５⁃４６］，而植株低矮的莎草科牧草作为下繁草，由于植株被遮阴导致光合速率降低［４７］，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

位，尽管不再被牲畜啃食，生物量占比也会逐年下降。
毒杂草尤其是毒草快速增长，首先与放牧压力消除后其对光热资源的强竞争能力有关。 青藏高原的毒杂

草主要有黄花棘豆（Ｏｘｙｔｒｏｐｉｓ ｏｃｈ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ａ）、狼毒（Ｓｔｅｌｌｅｒａ ｃｈａｍａｅｊａｓｍｅ）、醉马草（Ａｃｈｎａｔｈｅｒｕｍ ｉｎｅｂｒｉａｎｓ）、黄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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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围栏封育区与放牧区地上生物量年际变化

Ｆｉｇ．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ｉｎ ｆｅｎｃｅｄ ａｎｄ ｇｒａｚｅｄ ｓｉｔｅｓ

橐吾（Ｌｉｇｕｌａｒｉａ ｖｉｒｇａｕｒｅａ）等［４８］。 毒杂草大多株体较高，具有繁茂的叶层以及较大的比叶面积，在与禾本科和

莎草科尤其是莎草科植物对光热资源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导致天然草地植物禾本科和莎草科牲畜喜食的

优良牧草逐渐减少，草地经济价值逐渐降低［４９⁃５０］。 其次，由于放牧压力的消除，毒杂草不再遭受牲畜的踩踏，
植株相对较高大的茎不再折断，叶层也就更为繁盛，使禾本科与莎草科这些耐牧牧草进一步丧失了竞争优势。
另外，毒杂草多以有性生殖为主，繁殖能力强，且生长迅速，适应性强，进一步加剧了毒杂草的蔓延，从而使毒

杂草生物量占比逐渐增加［５１⁃５３］。
禾本科牧草在围栏封育后占比降低，主要与其同毒杂草竞争中失去对光热资源的竞争优势有关，可能还

与禾本科与莎草科分布区地表会产生更多枯落物有关。 天然草地中禾本科与莎草科植株多呈现为紧伏地表

的流线型垫状体，有效地减少了植物体的受风面积， 可以保留更多的枯落物，而毒杂草植株高大且比叶面积

大，在枯黄后枯落物尤其是叶子会快速被秋冬季大风所侵蚀，地表很难保留较多的枯落物。 从表 ４ 可以看出，
禾本科生物量占比与返青期和主要生长季平均气温具有良好的相关关系，而毒杂草受温度影响则小得多（表
４）。 在三江源低温严寒环境下，较多的枯落物限制了禾本科（包括莎草科）牧草对光热资源的获取，进一步导

致了禾本科牧草生物量占比逐渐减少。 另外，禾本科植物多数植株较高，对富含木质素结构成分的氮投资更

多，其枯落物质量较差，分解速率慢，导致相对较高的地表遮蔽和较低的土壤养分，不利于植物生长［５３］。

表 ４　 生长季降水与温度与各功能群生物量比例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经济类型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气候指标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样本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５ 月
Ａｐｒｉｌ

６ 月
Ｊｕｎｅ

７ 月
Ｊｕｌｙ

８ 月
Ａｕｇｕｓｔ

禾本科 气温 ５１５ ０．２２１∗∗ ０．２３７∗∗ ０．１９４∗∗ ０．１９８∗∗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降水 ５１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９７∗ －０．０６７ －０．０１３
莎草科 气温 ５１５ －０．３３９∗∗ －０．３１０∗∗ －０．２５４∗∗ －０．２３３∗∗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降水 ５１５ －０．２７３∗∗ －０．１６６∗∗ －０．１１４∗∗ －０．１０７∗

豆科 气温 ５１５ ０．０５３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６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降水 ５１５ ０．１７８∗∗ ０．１２２∗∗ ０．０１２ ０．１２５∗∗

可食杂草 气温 ５１５ ０．０９２∗ ０．０７９ ０．０６１ ０．０２３
Ｅｄｉｂｌｅ ｆｏｒｂ 降水 ５１５ ０．１６１∗∗ ０．１４０∗∗ ０．１９１∗∗ ０．１３５∗∗

不可食杂草 气温 ５１５ ０．１３４∗∗ ０．０６６ ０．０９６∗ ０．０４７
Ｉｎｅｄｉｂｌｅ ｆｏｒｂ 降水 ５１５ ０．１６５∗∗ ０．１０９∗ ０．１０４∗ ０．０４５
毒草 气温 ５１５ ０．０５９ ０．０８０ ０．０４１ ０．０９０∗

Ｐｏｉｓｏｎｏｕｓ ｇｒａｓｓ 降水 ５１５ ０．０４０ ０．０６４ －０．１０９∗ －０．０８２
　 　 ∗∗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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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毒草对禾本科牧草存在化感作用，可通过自身的分泌物或挥发物抑制种子的萌发和胚根的生长来

限制禾本科牧草的发育［５４］。 马瑞君等对黄帚橐吾（Ｌｉｇｕｌａｒｉａ ｖｉｒｇａｕｒｅａ）的研究发现其体内富含的挥发物会减

少禾本科植物种子的萌发率、抑制种子的萌发速率，从而获得竞争优势［５５］。 唐燕研究表明白苞筋骨草（Ａｊｕｇａ
ｌｕｐｕｌｉｎａ）和铁棒棰（Ａｃｏｎｉｔｕｍ ｐｅｎｄｕｌｕｍ）的水浸提液对当地禾本科牧草具有显著的化感抑制作用［５６］。
３．２　 放牧区群落结构变化与放牧压力

国家在十二五（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和十三五（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开始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其中对禁

牧区域以外的草原根据承载能力核定合理载畜量，实施草畜平衡管理，并按照每年每公顷 ０．１７ 元的测算标准

给予草畜平衡奖励。 从监测数据来看，尽管总生物量都没有表现出显著的趋势性变化，但放牧区草地群落结

构已发生了明显变化，说明该政策对三江源高寒草甸区群落结构确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围栏封育区来看，禾本科、莎草科生物量占比呈显著减少趋势，毒草和可食杂草呈增加趋势；而在同时

段放牧区的群落结构可以看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禾莎草生物量占比先减少后增加，２００５—２０１１ 年快速减

少，而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又呈明显增加趋势（图 ６）。 可食杂草生物量占比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 年维持较高的比例，而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则维持较低的比例。 毒草生物量占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 年持续增加，而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则持续降低。

图 ６　 各经济类群生物量占比年际变化

Ｆｉｇ．６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ｃｈ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

各经济类群生物量占比变化的时间转折点与国家天然草原保护政策实施节点非常吻合。 《青海省草原

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实施意见（试行）》青政办［２０１１］２２９ 号明确要求，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对全省 １．６ 千万公

顷中度以上退化天然草原实施禁牧，《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方案（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青政办

〔２０１６〕１９５ 号文要求在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开始的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中，继续对这 １．６ 千万公顷天

然草原实施禁牧。 可见，实施草畜平衡明显改善了草地群落的物种结构。 在草畜平衡政策开始的第二年

（２０１２ 年），草畜平衡在非禁牧区开始全面实施，在减少了牲畜压力后，禾本科与莎草科等优良牧草得到一定

程度的修养生息，生物量占比由未实施前的持续减少而改变为持续增加，相应地可食杂草则占比迅速减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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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稳定在 ２０—３０％之间，不可食杂草生物量占比改变了持续增加的趋势，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生物量占比也基本稳

定在 １０％以下。
需要注意的是，毒草生物量占比在实施草畜平衡政策后，迅速增加而后逐渐减少。 这反映了在实施草畜

平衡政策前，在牲畜压力减轻后，这些具有较大叶面积的毒杂草受牲畜踩踏的机会减少，而退化草地又为其扩

张提供了生长空间。 然而，这些阔叶毒草毕竟耐牧性差，在后续牲畜不断踩踏下植株受损，影响了毒草的生长

与繁殖，其生物量占比逐渐减小，可见牲畜的踩踏对控制毒杂草扩张就有重要意义。
３．３　 持续围栏封育负面效应与对策

三江源地区目前采取围栏封育的区域并不能显著提高草地的生产力，反而造成了草地群落结构变差等负

面效应。 未退化状态下作为建群种的禾本科与莎草科牲畜喜食的优良牧草生物量占比持续下降，毒杂草尤其

是毒草增加迅速，经过 １０ 余年的封育草地群落结构变差且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 草地群落结构变差首先影

响的是草地经济价值，禾莎草生物量占比在研究时段内降低了 ３１．２％，即使可食杂草增加了 ４２．０％，但可食草

总量总体上降低了 １３．５％，而且减少的主要是优良牧草。
现有的围栏封育措施还可能带来生态风险。 禾本科和莎草科植物一般具有较发达的须根， 尤其是莎草

科植物根冠比明显高于杂类草［５７⁃５８］。 禾本科和莎草科生物量占比下降，尤其是莎草科生物量占比下降，意味

着高寒草甸区地下根系量减少［５９］，从而降低了草地生态系统的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功能。 另外，禾本科和莎

草科凋落物分解速率明显低于杂类草［６０］，杂类草占比增加也会导致地表凋落物存量减少，进一步削弱了草地

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功能。
毒杂草增加可能加速围栏封育区的土壤风蚀。 毒杂草植株多高大且比叶面积大，在枯黄期枯落物会快速

被秋冬季大风所侵蚀，地表很难保留较多的枯落物，在植被枯萎季节大大加速了土壤风蚀。 禾本科与莎草科

牧草披针形和针形叶片及以紧伏地表的流线型垫状体，可有效地减少植物体的受风面积［６１］，从而保留更多的

枯落物，大大减少土壤风蚀影响。
围栏封育后植被群落结构改变，可能进一步加剧鼠害，进而加剧草地的退化。 在三江源地区主要野生鼠

类为喜马拉雅旱獭、高原鼢鼠和高原鼠兔，其食谱狭窄且对鹅绒委陵菜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ａｎｓｅｒｉｎａ）、甘肃棘豆

（Ｏｘｙｔｒｏｐｉｓ ｋａｎｓｕｅｎｓｉｓ）、蓝花棘豆（Ｏｘｙｔｒｏｐｉｓ ｃａｅｒｕｌｅａ）、兰石草（Ｌａｎｃｅａ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等杂类草有偏好性［６２⁃６３］。 毒杂草

增加为这三类动物都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食物来源。 而植被生殖枝和营养枝变得低矮，盖度降低，也会为啮齿

类动物提供了更好的生存环境［６４］。
草地禁牧是青海省草地恢复的主要手段之一。 然而，从 １０ 余年多样点持续地面观测结果来看，在三江源

地区中重度退化草地中长期持续禁牧并不能显著提高草地的生产力，反而会导致禾本科与莎草科牲畜喜食的

优良牧草生物量占比持续下降，毒杂草尤其是毒草显著增加，降低草地的经济价值，也会损害水源涵养与水土

保持等生态功能。 目前，放牧在草地生态恢复中的作用容易被忽视，牲畜践踏与采食可以增加牧草分蘖，加速

牧草叶片更新，进而可以提高光合能力。 牧草种子在牲畜践踏后更易进入土壤，且牲畜践踏对阔叶杂草的控

制，牲畜粪便对土壤氮、磷平衡的维持以及牲畜活动对鼠类的控制等，对草地恢复都具有正面意义。 因此，草
畜平衡政策可以在不同退化程度草地上实施，在草畜平衡的前提下对各类退化草地减畜可能是目前草地恢复

需要特别重视的途径。 实际操作中可以基于牲畜可以采食的实际产草量以及生态保护目标，确定更为合理的

载畜量，对各类退化草地实施更为精准的草畜平衡管理。

４　 结论

围栏封育是三江源生态保护与修复主要措施之一，本文基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多样地草地各经济类群地上

生物量的监测数据，对草地群落结构变化进行了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内三江源地区围栏封育显著提

高了群落地上生物量，在围栏封育期间地上生物量稳定，但群落结构出现恶化趋势。 研究时段内禾本科和莎

草科优良牧草生物量占比分别减少了 ４８．２％和 ２３．９％，毒草增加了 ２３０．２％，可食杂草增加了 ４２．０％。 而放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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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草地群落结构变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禾莎草生物量占比先减少后增加，毒草杂草生物量占比先增加

后减少，其变化可能与国家推行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中草畜平衡措施有关。 从现有研究结果来看，
大部分研究中围栏区与放牧区的毒杂草比例和生物量无显著性差异，可能与围栏封育的观测年限较短有关。
现有的持续围栏封育措施不但降低了草地的经济价值，也带来了一定的生态风险。 基于草地实际产草量以及

生态保护要求，确定更为合理的载畜量，实施更为精准的草畜平衡管理，应该比切断牲畜与草地关系的长期禁

牧封育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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